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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人民币发行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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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根据形势发展发行了新版人民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人民币。这次发行准

备比较充分，发行中借鉴了国内外的货币发行经验教训，与旧币兑换比率定得比较适合，并在新

币顺利发行后根据实际需要增发了硬币与十元券。这次新币发行是成功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货币制度。

新中国；人民币；首次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完成，

过去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得

到控制，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推

进，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良好。根据新的形势发

展需要，发行新人民币以代替1948年发行的人

民币逐渐被提上了国家财经发展的重要日程。

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人民币发行的准备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

民币开始发行。当时全国还未完全解放，战争

还没有完全结束，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还未建

立，货币的发行流通受到一定制约，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如1948年人民币受发行时通货膨

胀的影响，票面面值一般较大，市场上经常使

用的是票面为万元单位的钞票，小于50元面值

的票子由于实际价值较小，支付中很少使用，

由于面额较大，增加了记账和计算中的困难。

旧的人民币的票面种类多，每一种票子都有很

多种的版式，大小尺寸没有统一，票子的面额

与大小没有很好的进行规划，有时大面额的票

子并不一定比小面额的票子大，不易识别；印

制技术较差，易于磨损，也不利于防伪。这对

农民、少数民族同胞以及不识字群体的使用造

成了很多不便，影响了人民币作为流通手段作

用的充分发挥。

随着新中国统一财经工作的完成，国内物

价趋于稳定，经济活动大大增多，货币在经济

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8年版人民币

的缺陷愈发突出。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币的工

作被列入了财经工作的重要任务。1950年5月，

陈云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新币印制计划的请

示报告。报告指出，物价稳定后货币需改革，

为使印制力量不闲而且有充分的准备，拟从7

月份开始印制新人民币。陈云在报告上批示：

此事应当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

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

制；慎重研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先召集专

家准备，办法更完备时才作决定。[1]根据这一指

示，中国人民银行重新制定了新币的设计印制

方案。7月10日，陈云等就货币改革问题向毛泽

东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印铸新币方案》的报

告，提出了印铸新币的3种方案。

195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上报了人

民币的设计、印刷方案。周恩来非常重视，亲

自审核该方案及每一个票版的画稿，传达了毛

主席的指示，即人民币上不要印毛主席的像、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5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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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应将从右向左改为从左

向右的顺序排列，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

修改意见。如1分券的主景设计中，原面的汽车

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图样，建议“还是改一

下为好，免得外人误会”；2角券上毛泽东号机

车头上有毛主席像，建议改为五角星；对10元

券，周恩来指出原设计的工农兵主景中的“农

妇”，“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

“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

宾枪，不恰当”，要求重新修改完善等。[1]有关

票版画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了修改。中央领

导人对新币的明确指示，为很好地完成这套人

民币的设计与印刷任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52年12月4日，陈云等人致信周恩来，报

告新人民币印制的有关问题：（一）批准筹印

新币11种；（二）新币图案绘成精图后，在印

制前须送中财委作最后审核；（三）同意用汉

蒙维藏4种文字；（四）新币大部分自印，小部

分委托国外代印：（五）委托国外代印部分应

详细开列种类、张数、需纸量、交货期限，经

外交部向国外交涉订货。除图案轮廓自定外，

其余制版、造纸水纹等须借助国外技术，力求

素雅精细，以求防假。[2]1952年12月5日，周恩

来致电张闻天并刘少奇、李富春：请回答苏联

政府，我国决定不采用苏联差别兑换比率的货

币改革方式，而采用划一的兑换比率。因为那

种方式会过大地打击中国的私人资本，招致工

业萧条，大量私营企业职工失业，同时会引起

工资政策、财政计划的很大变化。我国货币改

革的目的，是为了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金额，

并规定含金量，以便对外币有固定的比率。因

此，物价不会由于发行新币而有所涨跌。电文

还详告了新币发行计划。[3]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和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实施，发行新币的需求更加迫切。1953年

11月，中财委向中共中央报送由陈云主持起草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52页。

[2]《陈云年谱》中卷，第245—246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271页。

的《关于发行新币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

出：（一）发行一种单位价值较高的新币来收

回现行的人民币，以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额，

实有必要。（二）按照苏联办法，目前在我国

实行起来，就会形成紧缩通货，降低物价，提

高实际工资，实现货币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发

行新币时，不宜采用苏联1947年的货币改革方

式，而应采取等价划一的兑换方式（即换得新

币后，仍一律保持原有价值），并避免与发行

新币同时调整物价和外汇牌价，使发行新币在

风平浪静中进行。除提高货币单位价值、缩小

票面额外，其他一切均以不变动为宜。根据上

述性质，发行新币的措施，可名副其实地叫作

“发行新币”，而不称之为“货币改革”，以

免引起误会。（三）新币与现行人民币比值，

以新币1元比人民币1万元较为合适。[4]对于新币

的印制能力，陈云在报告中也指出，1954年底

预计新币印制数量按券别分可有5元券25亿元，

3元券30亿元，2元券5亿元，1元券16.5亿元，6

种辅币6.895亿元，共计83.395亿元，除5元券

25亿元拟暂不发行外，1954年底实有可用新币

58.395亿元。[5]总之“新币总的准备数量是充足

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人民币的发行

（一）相关情况的研判。新币的发行是在

我国货币已经长期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新币

发行时间原定为1955年1月1日。选定这个时间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人民币千元及千元以下

的票子有85%是1949年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出现大量破损的情况。如不在1955年发行新

币，就必须用很大部分的印刷力来印旧票子，

不但浪费财力、物力与印刷力，且纵使新币延

迟发行半年或1年，仍对新币印刷的准备工作无

补。后来考虑到1月1日前后是农历年末，市场

货币交易量大，新货币发行推迟到3月1日。

1954年11月4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致信习

[4]《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74—

475页。

[5]同上，第476—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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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勋并陈云、陈毅：中共中央决定在明年3月1

日开始发行新币。在此之前，各机关特别是各

经济机关，要秘密进行系列的准备工作。人民

银行已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希望中央早批

准发出，好让各级党委加强对这个工作的领导

和各有关部门提早准备。[1]

195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行

新币的指示：新币与现行人民币的比价，确定

为新币1元等于现行人民币1万元。新币名称仍

然叫作“人民币”。但在新币与现行人民币同

时流通、现行人民币尚未全部收回期间，暂称

“新人民币”，简称“新币”，现行人民币简

称“旧币”，以资区别。[2]

对于新币发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物价波

动现象，1955年2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

行新币防止发生物价波动的指示》作出如下规

定：（一）各种商品的折价不论国营、合作社

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均一律从旧币单位价按

新币折算率折合，不得上调或下舍。（二）合

作社至迟在2月15日以前将零售价格基本上与国

营商业拉平，其他所有国营企业自1月底至发行

新币后2个月内不得调高货物价格。（三）为

确保市场物价稳定，防止不法私商趁机抬高物

价，引起市场混乱，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

注意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监督与管理。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还加强了对物价和市场工作的动

态监控。[3]

新币的发行还关系到和中国经贸关系密切

国家的货币，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币与苏联卢布

关系最为紧密。1955年2月17日，周恩来主持国

务院第5次全体会议时指出：卢布和人民币的比

价要讲清楚，不然好像我们吃亏似的。二者的

比价是公道的，是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规

定的。实际上，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

品，换回机器，无论从国内市场或者从国际市

[1]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

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8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0年，第686页。

[3]《陈云年谱》中卷，第359页。

场来看都并不吃亏。同日，周恩来在接见苏联

尤金大使时指出：关于发行新币问题。人民币

新币发行后，1万元和5万元两种旧币将只允许

再流通1个月。其它票面额小些的旧币仍准许

流通一个时期，期限暂不规定。辅币将先用纸

的，金属的正在制造，造成后即可发行。由于

新币的发行，人民币同卢布的比值亦将随之发

生变动。原来是1个卢布换5000元人民币，现在

是1元新人民币换2个卢布。由于发行新币不影

响物价的变动，所以卢布并未贬值，只是在银

行帐目少记4个圈而已。[4]

（二）宣传和发行工作的开展。1955年2

月21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

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该命令指

出，为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

民的愿望，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

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

以便利交易和核算，现决定：（一）责成中国

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

（以下简称新币），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以

下简称旧币）。（二）新旧币的折合比率，定

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三）所有旧币均

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法定比率全部收回。[5]

全国各地宣传机构从1955年2月21日起广泛

宣传发行新币的政策和意义，同时交代兑换比

率，兑换期限和兑换办法，为新币发行创造了

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城市一般均在国务院命

令公布后三四天内、农村约在2月底前后，城乡

居民基本上都了解了发行新币、收回旧币的政

策。

各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部门根据中央商业

部和合作总社的布置，在发行新币前将各种适

销物资充实了基层单位的商品库存，很多地区

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部门均准备了在发行新币

期间放手供应商品，各地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

业也进行了爱国守法教育，保障了新币发行期

间的市场稳定。各国营企业单位执行了旧币只

收不付的政策。旧币通过业务收入收回的占全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450页。

[5]同上，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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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旧币收回数的一半左右，通过业务收入和兑

换两种办法双管齐下，收兑进展迅速。新币发

行之后，我国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稳定的、

有计划的组织货币流通的货币制度更加巩固和

健全，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事业服务。

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各

地开始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各

地人民银行在广大城乡负责发行新币的机构，

除原有的1万9000多个单位外，还委托一部分供

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国营企业办理兑换。

没有银行和代兑机构的偏僻农村，银行派出流

动兑换小组，并委托国营企业、供销社、信用

合作社兑换旧钞。全国设立的兑换机构达到了

7.3万多处，办理兑换工作的人员多数已经过短

期训练，熟悉了兑换手续。兑换方式一般是对

有组织的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等采

取集中预约办法，由各单位把旧人民币汇集起

来，银行约定兑换时间，前来兑换。在农村，

很多地方采取了分片、定点、定时通知兑换，

以及为照顾农民春耕生产派流动组登门兑换的

办法，群众大都感到服务周到。有的地区采取

银行、贸易、政府联合组织流动小组下乡，把

宣传、售货与收兑工作结合进行的办法，也收

到良好效果。对一般群众兑换则采取了自由兑

换原则。从此，新人民币就成为我国社会上一

切货币收付、交易计价、契约、合同、单据、凭

证、账簿记载及国际间清算等的唯一计算单位。

各地人民银行遵照《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

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的规定，很短时间

内按照新旧币1比1万的法定比价，把所有存款、

储蓄、放款放账册的旧币数目折成了新币，并向

各公私企业、国家机关、团体或城市内使用支票

的存款户，按新旧币比率折算开出了对账单。

1955年3月3日，李先念将关于新币发行

的有关情况向周恩来报告。报告说明了新币

发行的意义，并指出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要

胜利完成发行工作，还须继续注意下述问题：

（一）继续扩大宣传。（二）加强物资供应工

作。（三）合理地组织兑换工作。（四）注意

防奸、防盗工作。[1]

新人民币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内，收回

的旧币即达市场货币流通总量的80%。收回旧

币的过程，也是新币投向市场的过程。新币发

行前，陈云对投放新币需要量进行了科学的估

计：“据三年来经验，备作调拨之用的库存现

钞，经常约需十亿元（以新币计算，下同）。

今年如照计划增加发行六亿元，至一九五三年

底发行总额可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除上述两

数外，尚有十二亿八千万元，可供一九五四年

增加发行之用。如此，则准备的新币已足用。

但必须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对印刷情况和新币需

要量详细检查估计一次，以求稳当。新币发行

以后，根据银行现有印刷力量，每年尚可补充

新币约十二亿元。”[2]由于预估正确，准备充

分，保障了新币充分自由的兑换，人民币新旧

币的兑换工作很快完成了大部分。新币发行

后，收回旧币主要通过银行机构、国营企业、

合作社及税收机关等的日常业务，对现行人民

币采取只收进不付出的办法，必要时各地银行

增设或委托兑换新币机构。 

（三）发行的成效。1955年6月11日，新

版人民币发行工作结束，同日起旧版人民币也

停止收兑。7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新

人民币发行做了一个报告，认为发行新币收回

旧币的工作，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通过国务院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有关的

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工作，从2月21日国务院

公布发行新币的命令时起至6月10日全部旧币

停止收兑止，总的情况是：市场稳定，人心安

定，新币发行顺利，旧币收兑迅速，基本上贯

彻了中央“风平浪静”的要求。到6月10日，全

国已收回旧币341233亿元(旧币单位)，占市场

旧币流通总量347996亿元的98.06%，新币已代

替了旧币在市场的流通。在收回的旧币中5万元

券收回99.86%，1万元券收回98.93%，5000元券

收回96.17%，1000元券收回86.53%，500元券收

回84.74%，200元券收回66.97%，100元券收回

[1]《李先念年谱》第二卷，第566页。

[2]《陈云文集》第二卷，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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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9%，50元券以下小票收回1.19%。[1]短短100

天完成新币对旧币的替代，彻底消除长达数十

年的通货膨胀，货币制度面貌一新，是中国货

币发展史的重要一笔。

人民大众对新币的发行流通是有充分信

心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储蓄率的上

升。发行新币的命令公布后1个月内，银行在

城市、农村储蓄存款普遍上升。其中城市储蓄

增加更为突出，城市储蓄存款全国2月下旬增

加2500万元，3月上旬增4700万元，3月中旬增

1060万元。而1954年全年平均每旬增加555万

元。城市储蓄存款的特点是：金额大、存期

长、新开户多。[2]

新人民币的发行，由于经验不足，牵扯

到的面比较广等原因，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

对发行新币业务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增加了

不少困难。在发行新币期间，总行内部没有成

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工作分散在发行局、会计

司、监察室、宣传处等单位，联系不够紧密，

下级行有些问题的电话请示，不能及时得到解

决；有些工作布置不及时等。拟订的制度办法

中有的问题没有研究透，如旧币销毁办法中，

最初规定随收随销，过多考虑了旧币存放困难

的一面，忽略了严密销毁管理。新币残缺兑换

办法的兑换标准规定过严，有些规定脱离实

际；兑换工作中各地普遍发生账款差错现象，

沿海地区收兑进来不少假票等。[3]但这些毕竟是

局部的个别问题，是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新币发行非常成功。

三、问题与解决

新币的顺利发行，是一项非常庞大系统的

工程，除了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加强组织领

导，严格财经纪律等因素外，新币的顺利发行

还有赖于发行中对若干复杂问题的解决。这几

个问题主要是：

[1]《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

卷）》，第699页。

[2]同上，第701页。

[3]同上，第703—704页。

（一）新币发行中规定含金量问题。20

世纪50年代，许多国家的货币采取金本位制

度，如美元、卢布等重要的世界货币都规定了

不同的含金量。1950年，陈云在新人民币的酝

酿阶段对新币含金量问题比较慎重。随着对新

币认识的深入，1953年陈云明确提出规定货币

含金量可相机而动，“并不需要在新币发行的

同时公布”。由于当时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且对苏贸易是采

用易货方式，货币仅起了一个统一计算时的工

具作用。对苏非贸易的卢布与人民币比值，最

近由苏联提议而签订的关于人民币对卢布行市

的议定书，定为五千元人民币等于一卢布。新

币发行后，亦可根据此协议定为新币五角等于

一卢布，并较长期地固定起来。所以，发行新

币时，公布或不公布含金量，对苏新国家来说

都是一样的。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比值，由

于经验不足，则可根据我们的经济利益灵活掌

握。若过早地加以固定起来，将容易陷于被

动。[4]陈云的建议被中央采纳，1954年12月20

日，中央指示：新币在开始发行时，决定暂不

规定含金量。1955年2月17日，周恩来主持国务

院第5次全体会议，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

菊如《关于发行人民币的说明》后，指出：纸

币规定一下含金量还是有好处。但是，稳定货

币的价值，主要是依靠信用。我们的银行是国

有的，货币是统一的。[5]这里周恩来从货币的国

家信用背书对货币含金量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

释，因为人民币值稳定主要是靠国家信用，新

币发行时没有公布含金量。

（二）人民币辅币问题。辅币是指主币单

位以下的小额货币，其特点是面额小、流通频

繁、磨损快，供日常零星交易和找零之用。如

果市场流通的辅币出现不足，将直接影响零售

物价，将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陈云研究了

1953年6月市场流通的辅币数量，并与已准备的

人民币新币数量、券种进行比较，指出：2角券

以下的其他5种新券，比旧币2000元以下的券种

[4]《陈云文集》第二卷，第481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449—450页。



55

专题研究

增加了34%，因为旧币5000元券相当一部分代行

10000元券主币的职能，新币发行后5角券将专

行辅币职能，新5角券可以比流通中的旧币5000

元券数量少一些，这样，新币辅币准备的总数

就可比旧辅币流通的数量少些，即使发行5角券

准备不足，赶印也容易。陈云认为，“准备的

辅币数量是可以供应新币发行时市场流通需要

的”，但他又充分考虑“辅币腿短，自流调剂

的可能性小，何处需要辅币，估计不会正确，

故于分配辅币时，难免有些地区感觉不够”，

提议新币发行后可将新旧币同时流通的时间定

的长一些，先集中力量收回万元券和5000元

券，再有步骤地逐渐收回千元券以下的旧币，

而且如果发现某些地区辅币不足时，旧辅币可

以少收回一些，已收回的旧辅币必要时可以再

发出一部分，“一面看情况，一面调剂，一面

继续印刷补充，这样比较稳妥些”。[1]

中国在新币发行过程中，也充分吸收了苏联

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认为新币发行的时候，

辅币必须占到发行总额的20%，另外还要有占辅

币流通数20%的准备。二者相加即等于占发行总

额的24%。[2]根据这个比例，中国新币5角券，

需由4亿元增至6亿6千万元（比1953年6月实际

流通数增加32%），2角以下券需由2亿8950万元

增至4亿4千万元（比1953年6月实际流通数增

加120%）。如按此计划，就需要增加相应的工

人、厂房和设备。

（三）新旧人民币实行无差别兑换。新币

发行工作中，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特别

关注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东北发行人民币、

收回东北币的货币兑换经验教训，主张人民币

新旧币应按整数兑换。陈云提议“接受东北经

验，新旧币比值以一比一万的整数为最好”[3]。

由于人民币与东北币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兑换东

北币9元5角，计算统计比较麻烦，不少群众因

此受骗吃亏。另外，苏联所采取的货币差别兑

换办法中国也没有采用，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1]《陈云文集》》第二卷，第479页。

[2]同上，第479—480页。

[3]同上，第476页。

进行货币兑换。新币从1952年已开始印制，新

币钞票印制计划大致1元等于旧币1万元。陈云认

为，如果新钞发行时新旧币比值不是1比1万元，

新币价值定得较1比1万高，则需要在1分辅币之

下加印厘票，而如果新币价值定得较1比1万低，

就需要委托苏联加印5元以上的大票，同时正在

印制中各种新票票面的数量比例也需要改变。

陈云提出等价划一、无差别兑换的政策，

即：采取等价划一的兑换方式，即换得新币

后，仍一律保持原有价值；发行新币时避免同

时调整物价和外汇牌价，使发行新币在风平浪

静中进行；除提高货币单位价值、缩小钞票面

额外，其他一切均以不动为宜。中共中央指

示：“发行新币时，采取对货币持有者不分阶

层、不分现钞与存款，一律照一比一万的兑换

方式。一切货币持有者在换得新币后，仍一律

保持原有价值。”[4]新旧币等价兑换、无差别兑

换的政策，催生了人心安定、物价稳定的良好

社会环境。随着人民币新币的发行，金融物价

稳定，金融秩序良好，到3月上旬抢购物资的现

象已基本平息。

（四）硬币与10元面值钞票的发行。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上货币流通规模和速度

加快，造成货币磨损情况比较严重，特别是使

用较多的分票。很多城市中市场流通的分票破

损非常严重，有的地方竟达50%以上，农村中

有的地方分票亦很残破，有的地方分票缺少。

对此，全国各地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对分票破

损感到非常不便，建议迅速改善。1956年1月

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出《关于调剂市场

票券的指示》，指出为便利城乡人民的经济生

活，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种情况。现

在国家银行的分票准备很充足，有力量根据市

场对分票的需要将破的收回，换发新分票；分

票不够的地方要充分地供给。目前春节即将到

来，各地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收回市场破烂

分票，适当增发新分票。[5]

[4]《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

卷）》，第686页。

[5]同上，第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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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辅币的流通是牵涉到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如果市场上大票多了或小

票多了，都会使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发生困

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商品交易的进行。 

1956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调

剂市场主辅币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陕西、

山东、四川、黑龙江、广东、安徽等省分行典

型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目前农村初级市场主

辅币流通普遍存在着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主要

是：（一）市场的交易额小，流通的票子面额

大。（二）市场小票（包括一、二元及辅币）

缺乏，银行不能满足需要，农民感觉使用困

难，严重影响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1]为了便利

广大群众的交易，改变目前市场大小票流通不

正常的现象，对市场上主辅币构成情况进行了

调剂。这段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对铸造硬币作为

辅币问题也进行了酝酿。

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使用的增多，中国人

民银行又抓住时机发行了硬币和10元券。1957

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在1957年12

月1日发行硬分币的报告指出，1956年第二季

度已经将纸分币的生产停止了。经过1年半的

时间，原有的库存纸分币，大部分已经逐渐消

耗。目前全国库存纸分币仅有5000万元左右，

预计到今年11月底库存分币将降到4300万元，

到12月底将降到3400万元。这些纸分币大部分

是分散存放在县和区级银行机构内，全国分布

也不平衡；如果降到4000万元以下，调拨就要

发生困难，影响对市场的调节供应，使交易中

找零兑整感到不便，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出现变

相货币。[2]12月1日开始，发行1分、2分、5分的

3种硬分币(以下简称硬分币)。发行硬分币的方

法主要是通过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商

业零售单位在交易找零及银行付款时发出，不

[1]《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

卷）》 ，第710页。

[2]同上，第712—713页。

需要进行收兑纸分币的工作。并且哪个地区纸

分币不够，就在哪个地区多发行，哪个地区纸

分币多，就在哪个地区少发行。这使得硬币得

以快速地在市场上得以流通，对纸分币的代替

速度也得以提高。

1955年国务院关于发行新币命令中已规

定发行10元券，因考虑我国货币流通的习惯，

当时没有发行。随着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

本完成和经济发展，国内对资金的需求将进一

步加大，发行10元券已经成为必须。1957年11

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发行10元券的指

示：现决定从今年12月1日开始发行10元券。[3]

发行硬币是我国货币进一步稳定和巩固的表

现，但发行10元大票，还会在部分群众中产生

通货膨胀的联想，10元券和硬币的同时发行，可

以减少或者消除部分群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总之，新的人民币成功发行及发行后币

值的进一步稳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

义改造都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首先，新

人民币的发行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

行。新币发行，对于加强计划性和实施经济核

算制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新币发行有利于

进一步密切城乡经济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新

币发行及稳定的币值鼓励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业

生产，提高其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为经济上

巩固工农联盟、密切城乡经济联系，提供有利

的条件。并使农民更加爱护和珍惜货币，节约

储蓄。再次，新币的发行，有利于中国和外国

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我国国际贸易、国际支

付以及其它经济往来是有利的。新币的发行使

得中国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更加巩固，也为以

后人民币的发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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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第718页。


